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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①
———歐游前後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變動
夏曉虹
　 　 【摘　 要】梁啓超一生以 １９１７ 年底爲界，大致可分爲從政與
講學兩個時期。前期致力於政治活動，卻也不時興起“社會教育”
之思，以報刊文字爲啓蒙利器，梁氏更關注的是國民常識教育。
至 １９１７ 年，其擬想中的教育對象已逐漸從中年人轉嚮青年學生，
預示了日後施教場域由社會到學校的遷移。梁希望借助巡迴講
演，發明“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後者在 １９１８ 年“專爲青年
修養而設”、分刊南北三家大報的“講壇”系列文章中，得到明確呈
現。而其背後的深切關懷仍是社會政治改良。１９２０ 年歐游歸來
後，梁啓超的講學路徑發生顯著變化，以“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
學問”并舉，分别倚重西方科學方法和儒家人生哲學。梁啓超認
定，經由西方研究方法整理和闡發的中國固有文化，足可融入世
界最新思潮，不僅能够拯救西方的精神危機，也實爲“培養新人
才”的“新文化”之有機部分。
【關鍵詞】梁啓超　 青年　 講學　 研究方法　 人格修養
１９１７ 年底，梁啓超辭去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結束了前期的從政生涯。
在隨後展開的講學著述時代，梁氏雖然仍保持著啓蒙學者的一貫姿態，但
其間的學術導嚮，在與五四運動相重疊的歐游前後，實有相當明顯的變化。
① 本文爲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 日在臺灣慈濟大學“‘五四’精神在東亞的發展與變遷暨跨文化研究”國際
學術研討會上的專題演講稿。
就中最可注意者，乃是梁啓超對“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①極爲重視。這明
顯投射於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調整與變動上。
一、政治視野中的“社會教育”構想
早年的求學經歷與捲入維新運動，深植下梁啓超的政治與學術情
結。兩者的衝突與糾纏，儘管使得梁氏一生大致可區分爲從政與講學
兩段，但無論前、後期，其政治情懷與學術興味始終都是此起彼落，各
不相讓。不過，對於前期的梁啓超，講學著述大抵是其從政的輔助與
退路；對於後期的梁啓超，論政則是其講學著述背後難以割捨的
心事。
遠者不論。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結束了流亡生活歸國的梁啓超，在享受了凱
旋般的盛大歡迎之後，很快便因其加入的共和黨在國會選舉中失敗，而流
露出對政治活動的極度失望。與之相應，從事教育、辦大學的想法也初次
萌現。在 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給長女梁思順的信中，梁啓超自認因“吾黨敗
矣”而“心力俱瘁”，“心緒惡極”，以致“甚悔吾歸也”。由此想到的解脱之
道是：
吾今擬與政治絶緣，欲專從事於社會教育，除用心辦報外，更在津
設一私立大學。汝畢業歸，兩事皆可助我矣。若能如此，真如釋重負。
特恐黨人終不許我耳（所謂黨人者，共和黨也，民主鬼吾恨之刺骨），當
失意時更不能相棄也。②
雖然明知無法從政治漩渦中脱身，但“設一私立大學”念頭的興起仍引人注
目。不過，此時梁啓超并未放棄與其政治活動相伴的辦報，并正在居住地
天津主編政論刊物《庸言》。
至 １９１５ 年 １ 月，前月剛剛辭去袁世凱政府幣制局總裁的梁啓超，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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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張元濟：《與任公同年兄書》（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 ９０４ 頁。
梁啓超：《致梁思順書》（１９１３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梁啓超未刊書信手迹》上册，
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９４ 年，第 ２５２—２５４ 頁。
了《吾今後所以報國者》，對其二十年來之政治生涯作了一番痛心疾首的檢
討，自認無論政治談、政治活動還是政務官，均爲失敗的經歷。設想中止政
治生涯後將何以報國，梁氏鄭重給出的答案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猶有一莫大之天職焉。夫吾固人也，吾將講
求人之所以爲人者而與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國國民也，吾將講求國民
之所以爲國民者而與吾國民商榷之。
這一講求爲人與爲國民之道的必要性，乃是緣於梁啓超對現實社會狀况的
判斷：“質言之，則中國社會之墮落窳敗，晦盲否塞，實使人不寒而慄。”欲
“在此等社會上而謀政治之建設”，自然是徒勞無功。梁氏因此希望“以言
論之力，能有所貢獻於萬一”①。而此文發表在由他擔任主筆的《大中華》
雜志創刊號上，也正有明志之意。顯然，梁其時還是選擇報刊作爲發言
陣地。
意欲脱身政壇的梁啓超，實則還是無法超然。袁世凱的帝制自爲、變
更國體，突破了其一貫堅持的維持現有國體、謀求改良政體的底綫，故梁氏
毅然遠赴廣西，親身參與護國戰爭。而在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間關萬里、隱伏越南
郊野之際，梁啓超仍不忘國民教育，以三日夜之力，著成《國民淺訓》一書。
該書主旨是宣講“國民之所以爲國民”的道理，這從各章標題即清晰可見：
《何故愛國》、《國體之由來》、《何謂立憲》、《自治》、《租税及公債》、《徵
兵》、《調查登録》、《鄉土觀念與對外觀念》、《公共心》、《自由平等真解》、
《不健全之愛國論》與《我國之前途》。而爲了與“旨期普及”的目的相符，
梁啓超在文字上也力求淺顯，特意“以俚文行之”②，出版方面更是要求商務
印書館在版租之外，代其自印十萬册③，明顯對該書的流布全國、影響全民
有很高的期待。
而若將《國民淺訓》置於梁啓超的思想脈絡中，即可發現，此書實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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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啓超：《吾今後所以報國者》，《大中華》第 １ 卷第 １ 期，１９１５ 年 １ 月，本篇第 ４ 頁。
梁啓超：《序》，《國民淺訓》，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６ 年 ５ 月。
梁啓超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 ２５ 日《與叔通兄静生弟書》言及：“頃偷此空隙，著成《國民淺訓》一書，兹將
原稿寄上，請即付印。……其版權則仍以歸商務，惟先印十萬部，作爲代弟印，由弟設法銷之，其
印費請商務先代墊也（其由商務分售各處者仍照版租例算，應印多少，商務自酌，此十萬部則額
外也）。”（《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７６９ 頁。）
１９１０—１９１１ 年與湯叡（字覺頓）討論發起“國民常識學會”的嗣響①，或竟可
視爲此一未能展開的事業之縮微版。梁氏所肯定的“國民常識”主體既爲
“凡今日歐美、日本諸國中流以上之社會所盡人同具之智識，此即現今世界
公共之常識也”②，故擬想中的“國民常識叢書”涵括的主要類别，諸如“政
治論”、“法制論”、“行政論”、“財政論”、“地方自治論”、“教育論”、“國民
生計概論”、“國民道德論”等，在《國民淺訓》中也均有涉及。
而此一普及國民常識的意念不僅固結於梁啓超心中，當年的同道湯叡
也一直惦記不忘。尤其因湯氏作爲護國軍的代表，在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的
“海珠事變”中被殺，其遇難前與梁啓超的一番對談，自然令梁氏記憶深刻。
護國戰爭結束後的 ８ 月 １０ 日，在接受報館記者訪談時，梁啓超表示將以
“在野政治家”的身份，“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同時將著力於國民
常識教育，後者即出自湯叡的勸説：
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爲
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著雖似
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鄙
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刺激愈深，感此著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湯覺
頓屢勸擺棄百事，專從事於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湯君同
行，間關入廣西，在南寧分袂時，痛譚徹夜。湯君力言軍可［事］稍平，
當決獻身社會教育。别後數日，湯君遂殉國於海珠。亡友遺言，安可
久負？頃方有所經畫，若能緝熙光明，斯孔子所謂“是亦爲政”也。③
在這裏，梁啓超又一次使用了與女兒梁思順信中同樣的“社會教育”一語，
這也是從其擬創“國民常識學會”以來一脈相承的思路。“社會教育”與
“學校教育”不同，其預期的施教對象爲現在的“社會中堅”，而非尚未進入
社會的學生。由於“這些人正是立憲國民的主體，將擁有憲法允諾的選舉
權，會切實決定立憲政治的走向”④，故梁氏言及“社會教育”，也更多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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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參見筆者《梁啓超的“常識”觀》，《天津社會科學》２０１４ 年 １ 期；收入《梁啓超：在政治與學術之
間》，北京：東方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４—２５８ 頁。
滄江：《説常識》，《國風報》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１０ 年 ３ 月，第 ８—９ 頁。
《紀梁任公先生談話》，《大中華》第 ２ 卷第 ８ 期，１９１６ 年 ８ 月，附録第 １ 頁。
夏曉虹：《梁啓超的“常識”觀》，《梁啓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第 ２４３ 頁。
政治常識一邊。
而依據中國的現狀，此時決意獻身“社會教育”的梁啓超，也在不斷與
同道的探討中，日益明晰其致力方嚮與實行方法。政治常識固然是“社會
教育”先在、確定的主題，道德倫理的重要性卻也在提升與凸顯。只是，後
者仍然是從政治問題引申而來，起碼在梁那裏，改良政治實爲出發點與歸
宿地。不妨排比梁氏先後幾次談話，以見其心事。大約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初與
《大陸報》記者的談話中，梁啓超認爲，“中國今後之大患在學問不昌，道德
淪壞，非從社會教育痛下工夫，國勢將不可救”①。年底返回天津的梁啓超，
與朋友談話時也提到，其準備開講的“科目爲政治及道德倫理并他種必須
之常識”②。至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底接受《大公報》記者訪談，梁啓超又暢言：“吾
國人精神界有二大弱點：一爲思想卑下，一爲思想浮淺。唯其卑下，故政治
無清明之氣；唯其浮淺，故人心有不安之狀。”并斷言，“此種精神的病根不
除”，中國前途“終歸無望”。爲了救治上述精神疾患，梁開出兩種課目以代
藥方：
一爲人格修養，一爲學問研究法。人格修養者，教人之所以爲人，
使其有高尚之思想，用以治思想卑下之病也。學問研究法者，教人得
自立講學之法，使其有綿密之頭腦，用以治思想浮淺之病也。③
關於“學問研究法”，在此暫且按下不表。而“人格修養”教育，則顯然是接
續《吾今後所以報國者》中“講求人之所以爲人者”的思考，且均以求得政治
清明爲旨歸。
相對於“社會教育”的内涵，在推展方式上，梁啓超的想法實更爲細緻，
即已擬定巡迴講演之法。此設想初見於梁返津後與友人的談話：
擬携張君勱辦一短期學會，編撰講義，限一月講完。……此等學
會擬由上海辦起，俟一個月講完後，巡行各内地，每到一地，均限定一
個月。如是巡迴講演，以期遍及國中，養成多數有常識之國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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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啓超：《國體戰爭躬歷談》，《盾鼻集》第二册，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第 ８５ 頁。
《梁任公之教育談話》，《時事新報》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３ 日，第 ３ 張第 １ 版。
《梁任公今後之社會事業》，《大公報》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３０ 日，第 １ 張第 ２ 版。
《梁任公之教育談話》。
而此一講學構想，無論是編撰講義，還是期望增進國民常識，其實都與梁啓
超當年擬創“國民常識學會”時的計劃一般無二。甚至“短期學會”之説，也
不過是《國民常識學會章程》中“在各地開講習會、演説會”①的翻版。只
是，與流亡日本時期尚以編印定期刊行的《國民常識講義》爲學會重心不
同，此時已經活躍於國内政治舞臺的梁啓超顯然更看重的是親身講學，以
其可增强感召力，故講義僅爲講學的衍生物與補充。
到與《大公報》記者談話之際，梁啓超關於巡迴講學的想法已很成熟、
完善。訪談開始，梁氏照例有一番自我檢討：“余（注略）自來好於新聞雜志
作文，或對於公衆演説，是等皆不外一種興奮劑，如飲酒然，少則無效，多則
有害。”故表示，今後“不欲再以興奮之酒激動國人，而欲以滋養之飯進之”。
此“滋養之飯”即爲“周歷講演”。其具體實施辦法是：
此種講演，當初理想擬下三年苦功，周歷各處。每處以一個月計
算，三年之間，可到二三十處。每處講演三四週，每日講演兩小時。講
義現正在編製，擬只編大綱，臨時用筆記詳録，講後加以修飾，即可印
刷分配。
梁啓超并特别區分了其預備從事的講演與清末以來流行的面向大衆的演
説之間的差别：“此種講演與演説不同，帶有研究討論之性質，甚希望有問
難，故聽講者至多不能過五百人。”②由此可明瞭，梁啓超所謂“講演”，已帶
有講學性質，而非粗淺的啓蒙宣傳。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梁啓超對於聽講對象的設定已有所更動。實際
上，直到 １９１６ 年底，其擬想的短期學會聽衆仍爲“多數國民”，自然，這樣的
“講演”很難具備“研究討論”的性質。不過，起碼至 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底，目標聽
衆已向青年學生傾斜，儘管其間的思慮仍與政治繫連：
夫今日活動於各種舞臺者，胥爲十年前之青年。唯其從前之修養
不足，準備不充，是以一經開演，便鬧笑話。今若專就現時舞臺人物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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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梁啓超：《國民常識學會章程》，許俊雅編注：《梁啓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
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０７ 年，書信原件第 ９５ 頁。
《梁任公今後之社會事業》。
以變革，則前仆後繼，演劇者只有此等人物。故不如從後臺下手改良，
爲充足之鍛煉，夫然後或有一幕好戲可看。蓋今之青年，即爲十年後
作種種活動之人物。使能陶熔其品性，修養其學識，則後此袍笏登場，
總可免蹈今日之覆轍。①
也即是説，雖然“養成多數有常識之國民”，誠如梁氏友人所説，“實爲國家
根本大計”②，但以梁啓超個人奔走講演之力，可想而知，亦很難迅速産生普
遍效應。而如將心力集中施於青年，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學生，則其影
響在十年後的政治社會中必可顯現出來。此即梁氏改口稱，“此種講演，固
繫以對於青年爲主，亦希望現在已在社會上活動之人，分少許之時光，爲公
同之研究也”③的原因。而其施行也有意從天津的各校學生開始。
實則此一講演聽衆由“社會中堅”向青年學生的轉移，在梁啓超此前留
下的言談中不無蹤迹可尋。護國戰爭結束，梁啓超於 ５ 月 ３０ 日在上海聞知
父親病逝，守制百日，故 ９ 月中旬方離滬外出。此後至次年 １ 月 ３０ 日與《大
公報》記者談話刊出之間，在目前所知的梁氏 １６ 次正式演講中，有 ５ 次是
由學校邀約，即 １９１６ 年 １０ 月 ２ 日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約 １１ 月於廣州廣
東高等師範學校，１２ 月 １５ 日於上海南洋公學，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０ 日於北京清
華學校，１ 月 １５ 日於北京各學校歡迎會。如果再加上在上海青年會、江蘇
教育總會與教育部的三個演講，與青年教育相關者已占總數的一半④。
在多次面對青年學生的演講中，梁啓超也逐漸意識到此前有關“社會
教育”思慮的偏失。其時他已不斷談到，“中國社會之壞，實由十年前之青
年墮落所致”，而這些“中年之人，腦筋漸成殭石，不易印受新事物矣”，且習
慣已成，更難改變。與之相反，正在學校中學習的青年，年齡“爲十五歲至
·９３·“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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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梁任公今後之社會事業》。
《梁任公之教育談話》。
《梁任公今後之社會事業》。
除張撰筆記《梁任公先生演説詞》見《學生雜志》第 ４ 卷第 １—２ 號（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其他《杭州
演説詞》、《在南京軍警政各界歡迎會演説詞》、《在江蘇省議會歡迎會演説詞》、《在廣東高等師
範學校演説詞》、《莅潮州旅滬紳商歡迎會演説詞》、《在蔡松坡先生追悼會場演説詞》、《在上海
南洋公學之演説詞》、《在上海青年會之演詞》、《在上海商務總會之演説》、《在江蘇教育總會之
演説》、《在教育部之演説》、《在清華學校之演説》、《對報界之演説》、《在各政團歡迎會席上之
演説》、《在各學校歡迎會之演説》，均見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２００５ 年，第 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７—６２１、６３５—６５５、６５９—６６５、６６６—６８４ 頁。
二十五歲間”，適值“人生最有希望之時期，然亦爲最危險之時期”，因其氣
質未定，故“能爲社會最高尚人物”，亦可“爲最惡劣人物”。梁啓超由此得
到的啓示是，青年學生既易受影響，施以教育自然易見成效。何况，在他看
來，“世界無論何種政體，其實際支配國家者，要皆爲社會中少數曾受教育
之優秀人才。學生諸君，實其選也”。梁氏於是有了新的覺悟：
嗚呼！吾未敢驟望吾國四萬萬人同時自覺，吾惟望中國少數曾受
教育爲將來社會中堅人物之學生，先行自覺而已。①
這便是“從後臺下手改良”之説的由來。而對於青年學生的看重，歸根結
底，還是源於梁氏對現實政治的失望與革新政治的熱望。
由上可見，處於從政時期的梁啓超，儘管不斷興起“社會教育”之思，但
其思慮的主軸仍爲政治。在這一限定的框架下，由清末創議的“國民常識
學會”發端，進入民國，其實踐路徑已在逐漸改易。對應梁本人從前期辦報
到後期講學的人生軌道更换，其教育重心也出現了由社會向學校的逐步移
轉。而歸國後的五六年，實爲連接前後的過渡期，梁在此時已做好足够的
準備：普及國民常識的講義，將替换爲帶有研究討論性質的講演；“講求國
民之所以爲國民者”的國民啓蒙教育，將讓位於“講求人之所以爲人者”的
人格修養；特别是受教育者由偏重於“現在爲社會中堅之人”②，日益爲“將
來社會中堅人物”的青年學生所奪占。而隱伏在這一切之後的政治遠慮，
則成爲梁啓超日後講學不容忽視的底色。
二、“專爲青年修養而設”的“講壇”
儘管已有諸般規劃，但前述巡迴講演尚未及施行，便因梁啓超 １９１７ 年
７ 月參與反對張勛復辟的討逆之役及隨後的再度入閣而中斷。直到 １１ 月
底辭職後，梁啓超才真正實現了其此前多次發出的“擬絶對不近政權，專力
·０４· 　 嶺南學報　 復刊第四輯
①
②
《梁任公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説詞》，《東方雜志》第 １４ 卷第 １ 號，１９１７ 年 １ 月，内外時報第 ３、
２ 頁；《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之演説》，《晨鐘》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
梁啓超：《國民常識學會緣起及章程》，《梁啓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書信原件第 ９５ 頁。
於社會事業”①的誓言，學者生涯由此開啓。
對於梁啓超，１９１８ 年可謂蟄伏期。按照《梁啓超年譜長編》的記述：
“自去臘以來，先生治碑刻之學甚勤，故是歲所爲金石跋、書跋、書籍跋最
多。春夏間先生摒棄百事，專致力於通史之作，數月間成十餘萬言。至八
九月間以著述過勤，致患嘔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擱筆。”②所述固然
是梁氏該年主要的著作情況，但此外還有兩件事值得表記。
一爲與撰寫《中國通史》并行，自 ６ 月中旬到 ８ 月下旬，梁啓超爲子女
作了長達兩個多月的家庭講學。在寫給時任商務印書館總務處處長陳叔
通的信中，梁自述：
《史稿》亦賡續無間，惟每日所成較少，一因炎熱稍疲，一因上半日
爲兒曹講學，操觚之晷刻益少也（講題爲“國學流别”，小女録講義已彪
然成巨帙，爲新學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惜不堪問世耳）。③
根據筆者的考證，其所講内容至少包括了清代學術與《孟子》兩部分，分别
留下了“前清一代學術備忘録”與《讀〈孟子〉記》兩種手稿④。
一是當年 １１ 月起，梁啓超在南北三家報紙，集中發表了近 １０ 篇“講
壇”文字，刊出情況如下表：
“講壇”篇目 《時事新報》（學燈·講壇）
《國民公報》（星期講壇） 天津
《大公報》（星期講壇）
人生目的何在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
無聊消遣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將來觀念與現在主義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推理作用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歐戰結局之教訓）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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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任公之教育談話》。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８５９ 頁。
梁啓超：《致陳叔通君》，《飲冰室尺牘》，任心白手抄、張元濟手校抄本；《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８６５ 頁。抄本原署“十八日”，應爲 １９１８ 年 ７ 月 １８ 日。
兩份手稿分藏於梁啓勛與何澄一。參見筆者《梁啓超家庭講學考述》，《中正漢學研究》２０１２ 年
第 ２ 期；收入《梁啓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第 ２０１—２２３ 頁。
續　 表
“講壇”篇目 《時事新報》（學燈·講壇）
《國民公報》（星期講壇） 天津
《大公報》（星期講壇）
自由意志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１３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８、１５ 日 １９１８年 １２月 １、１５日
甚麽是“我”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最苦與最樂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６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意志之磨鍊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１３、２０ 日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５、１２ 日 １９１９ 年 １ 月 ５、１２ 日
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４—８、１０—１３ 日
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９、１６、２３日、３ 月 ２ 日
由北京的《國民公報》、上海的《時事新報》以及後來加入的天津《大公報》
同時刊載的情況，可見梁氏對這組文字極爲看重。
而上述家庭講學與“講壇”文章之間其實也彼此關聯。梁啓超爲子女
解説《孟子》所寫講義，１９１９ 年 ２ 月以《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爲題連
載發表，即放在《時事新報》與《國民公報》特設的“講壇”（“星期講壇”）
欄。開場白中特意説明：
客歲暑中爲兒曹講《孟子》，略區爲三部：一曰哲理論，二曰修養
論，三曰政治論。今將修養論之部，刊登報中，聊爲青年學古淑身之一
助。全書未定稿，不敢以問世也。①
此篇也成爲梁氏這組“講壇”文章的壓軸作。
而重新審視梁啓超的家庭講學，１９１７ 年因參政被打斷的巡迴講演計
劃，此時雖局限於家中子弟，卻未嘗不是一種推向社會前的預習。聽講者
中，大女兒思順時年二十六歲，長子思成十八歲，次子思永十五歲，應該還
有年紀相近的侄子梁廷燦，以下則爲思忠、思莊，均在十齡以上，大體與梁
啓超認爲“最有希望”亦“最危險”的學生處於同一年齡段。其講授的“國
學流别”（又稱爲“學術流别”），自許對“新學小生粗知崖略殆甚有益”；解
讀《孟子》亦“非隨文解釋，講義略同學案也”。二者的路徑又頗近於其原先
構想的“學問研究法”與“人格修養”。雖然因爲兒曹輩年齡有差，聽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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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啓超：《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時事新報》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４ 日，第 ３ 張第 ３ 版。
有限，梁氏也不免存有“對牛彈琴”、“彼輩如何能解”的遺憾；而其始終不放
棄，直至因勞累過度、吐血病倒方停課，卻是由於抱定了“予以一模糊之印
象，數年以後，或緣心理再顯之作用，稍有會耳”①的信念，仍是期望子女青
少年時期所得的教育能够影響其一生。這也符合梁此前爲青年學生講演
的預設。
不過，《孟子》的講授顯然不同於包括“前清一代學術”在内的“國學流
别”，後者留下的梁啓超墨迹只是流派、學者及書名的簡目，講義則由梁思
順筆録，未見傳世；而含有已發表的《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的《孟子》
講稿手迹，儼然是梁氏的精心結撰，雖未完稿，已達二萬字。并且，在病情
漸愈後，其“每日常課”中仍有“十一時讀《孟子》（加眉批）”②一門，足見用
功之深。儘管梁講《孟子》尚有“哲理論”與“政治論”兩部分，但單獨發表
“修養論之部”，顯然表明此乃其最爲重視的《孟子》精義。以致 １９２３ 年在
清華學校講學時，梁啓超仍如此教導學生：“要之《孟子》爲修養最適當之
書，於今日青年尤爲相宜。”③故 １９１９ 年在報紙刊出講稿時，梁也以“爲青年
學古淑身之一助”相期。
其實不只是《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一篇屬於青年修養讀本，“講
壇”所刊梁啓超各文，除《時事新報》與《大公報》未予刊載的《歐戰結局之
教訓》，其他均應歸入此列。梁即明白宣示，“我這‘講壇’文，專爲青年修養
而設”④。而《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以外的各篇均用白話演述，也正
含有以代講演之意，或竟可視爲先前規劃的“人格修養”課目的講義。
只是，這組“講壇”文字并未收入《飲冰室合集》，在記載堪稱詳贍的
《梁啓超年譜長編》中也無一語道及。鑒於其在梁啓超講學歷程中的重要
地位，有必要鈎稽前後，稍加考證。
按照上表所列可知，“講壇”最先在《國民公報》開張，稍遲在《時事新
報》刊載。而彼時的《國民公報》由藍公武擔任社長，《時事新報》則爲張東
蓀主編，二人與梁啓超關係深厚，兩報又是進步黨與研究系在北方與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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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梁啓超：《致梁啓勛書》（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２ 日、７ 月 ２７ 日？），中華書局編輯部、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
限公司編：《南長街 ５４ 號梁氏檔案》上册，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１３、７９ 頁。信札日期由
筆者考訂，原書編輯時，前信署“一九一八年”，後信署“一九一八年七八月間”。
梁啓超：《致梁啓勛書》（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南長街 ５４ 號梁氏檔案》上册，第 ８９ 頁。
梁啓超：《群書概要》，《清華週刊》第 ２８８ 期之“書報介紹副鐫”第 ５ 期，１９２３ 年 １０ 月，第 １５ 頁。
梁啓超：《歐戰結局之教訓》，《國民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５ 版。
最重要的輿論陣地。因此，梁的供稿應無分先後，不過由於郵路的關係，
《時事新報》一般要遲幾日才能刊出。《大公報》的半路加入，則與黨派背景
無關，純粹因爲梁住居天津，近水樓臺反可以先得月。
梁啓超的寫作速度應是一週一篇，故《時事新報》在副刊“學燈”中專門
爲其辟出“講壇”一欄時，便在廣告中聲明，由“梁任公先生每來復撰寄‘修
養譚’及‘思潮評論’”①；《國民公報》與《大公報》的欄目更索性命名爲“星
期講壇”。而如《自由意志》、《意志之磨鍊》這樣分載兩次的文章，也并非
一氣呵成，梁啓超還會要求讀者在“拙稿未脱”、等待下回分解之際，“試精
心研究”，“能賜答案，所深幸也”②。只是因 １９１８ 年底梁啓超啓程游歷歐
洲，臨行前“百事蝟集，但‘講壇’文殊不欲中止”，故“擬趕撰數篇，備按期
刊登”。以此，儘管梁氏 １２ 月 ２４ 日離開天津，２８ 日晨已在上海登船放洋，
“講壇”文章卻還在各報續刊。而其原初的打算是，“以後仍在舟中續作”，
并爲“航郵間阻，或偶愆期”而預先請求讀者“恕諒”③。不過，遠洋航行，梁
忙於學外語和趕寫“在巴黎鼓吹輿論”的文章④，這些自是更重要的事情，
“講壇”文就此擱下也很正常。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時事新報》又將已刊各篇結集爲《（梁任公先生撰）講壇
第一集》印行。２ 月 ２８ 日，該報即刊出廣告，預告：“本報自承梁先生撰寄
‘講壇’文稿以來，迄其赴歐，已積有十餘篇。以社會需要之故，特刊爲單行
本。”并承諾，出版後，凡訂閲該報半年者，皆“附送一册”⑤。而此書内文即
“依寄稿的次第”⑥編成，僅在《國民公報》刊發的《歐戰結局之教訓》未編
入，而以《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收尾。
該書封二特意添加了“《時事新報》記者誌”，以代編者序，説明了梁啓
超撰寫“講壇”系列文章的緣起與編者（很可能爲張東蓀）的期待：
《時事新報》創設“講壇”一欄，請新會梁先生寄稿。先生方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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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本報特别啓事》，《時事新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第 １ 張第 ２ 版。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４ 日，《時事新
報·學燈》刊出《本欄之大擴充》廣告，言明其中“講壇”一門乃“載名人之著述”。
梁啓超：《自由意志》，《大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３ 張第 １ 版。
梁啓超：《自由意志》“著者啓事”，《大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 ３ 張第 １ 版。
參見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第 ７ 版。
《（梁任公先生撰）講壇第一集》，《時事新報》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８ 日，第 １ 張第 １ 版。
《〈時事新報〉記者志》，《講壇第一集》，封二，上海：時事新報館，１９１９ 年 ３ 月。
精神修養的方法，所以見賜的數篇都是論精神修養，《時事新報》因此
頓增了銷路。也有人寫信來要求刊做單行本，可見現在中國的人欲横
流時代，這修養法是一服清涼散，好像夏天飲冰，真是需要得極
了。……但是記者卻有一句話：這精神修養法是要實行的，不像看小
説，看完了就可拋棄。所以記者把這幾篇刊成一本，也含有教人看了
常常携帶、時時體會的意思。
從中可見梁文刊出後頗受歡迎，三報的同時揭載自有道理。而梁之討論精
神修養法，既出於個人的研究興趣，更是針對當下中國社會弊端開出的藥
石。編者因此希望借助單行本的印行，擴大流傳範圍，産生持久的教育作
用，使之真正在現實社會中生效。
但如果進一步追蹤梁啓超“講壇”文章的源頭，起碼護國戰爭勝利後，
梁在南北各地發表的多次演講，尤其是其中關涉青年教育的 ８ 次演説，實
與之密切相關。排列梁氏各講的題目或主旨約略如下：
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的講題爲“學生之自覺心及其修養方法”；而此
前於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的演講大意類似；在上海南洋公學演説結語稱，
“質而言之，不外勸諸君自立自勵，研精學理，注重道德，有自覺心而已”；
在上海青年會的講演題目爲“人格之養成”；在江蘇省教育會的演講題爲
“良能增進之教育主義”；在教育部的演説題目爲“中國教育之前途與教
育家之自覺”；在清華學校所講題爲“學生自修之三大要義”；在北京各學
校歡迎會演説主題爲“願諸君删除爲官之念頭”，“養成堅强之意志，以自
成人格”①。
不難發現，“自覺”、“修養”與“人格”實爲其中頻頻出現的關鍵詞，這
也成爲“講壇”各篇關注的中心。一些具體的話題亦可見出前後承接的綫
索，最明顯的是，在南京高師、廣東高師、南洋公學、北京各學校歡迎會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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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任公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説詞》，《東方雜志》第 １４ 卷第 １ 號，“内外時報”第 １ 頁；張撰筆
記《梁任公先生演説詞》見《學生雜志》第 ４ 卷第 １、２ 號，講演第 １—５ 頁、第 ７—１０ 頁；《梁任公先
生在南洋公學演説紀略》，《時事新報》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第 ３ 張第 １ 版；《梁任公在青年會之
演詞》，《時事新報》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第 １ 張第 ２ 版；《梁任公演説教育》，《時事新報》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第 ３ 張第 ２ 版；《梁任公在教育部之演説》，《教育公報》第 ４ 卷第 ２ 期，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第 １—９ 頁；《梁任公先生在清華學校之演説》，《晨鐘》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第 ２ 版；《梁任公先生
在各學校歡迎會之演説》，《晨鐘》１９１７ 年 １ 月 １９ 日，第 ３ 版。
覆講到的“磨鍊堅强之意志”①，後即擴展成爲“講壇”中《意志之磨鍊》一
文。不過，相對而言，梁啓超 １９１６—１９１７ 年的南北演講，畢竟需要面對不同
的社會群體，講題較爲分散，因此，對於人格修養的討論并未展開亦不够深
入。尚有賴於梁氏 １９１８ 年在家中爲子女講授《孟子》以及病後的不斷研
讀，“講壇”各文才能够以一種系統演述的方式出現。這期間，《讀〈孟子〉
記》實際充當了其他各篇底本的角色。
按照梁啓超的説法：
我這“講壇”翻來覆去，第一件，是最想把孟子説的“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這句話發揮個透徹。②
因而，對於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一語，梁在
“講壇”各處也隨著論題的變化，給出各種解説：《人生目的何在》指認“禽
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逾越
的大界限”；《將來觀念與現在主義》則肯定人類“天生成有一種極複雜極深
遠的將來觀念”，“人類所以獨秀於萬物，最緊要的就在這一點了”；《推理作
用》又將孟子所説的“善推”譽爲人類“參天蓋地的一種良能”，也是“人類
和禽獸最不同的一件事”；《自由意志》開篇即追問：“人類和禽獸最不同的
還有那件呢？人類有自由意志，禽獸便没有。這又是極要緊的一類分
别。”③孟子學説因此成爲“講壇”立論的根基。
在《讀〈孟子〉記》中，梁啓超已注意到孟子五次提到“禽獸”，顯然對劃
清人與禽獸的界限極爲重視。而這一辨析實關乎人格修養，梁所下解語可
謂直指本心：“所以異于禽獸者何？即人格其物也。”“講壇”更明言，“認清
楚了人和禽獸不同的地方，認真將他發揮出來，便是人之所以爲人，便是人
格了”④。故而，人格修養的要義，自反面説，即是不墮入禽獸之道。梁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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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張撰筆記《梁任公先生演説詞》；《梁任公在廣東高等師範學校演説詞》；《梁任公先生在南洋公
學演説紀略》；引語出《梁任公先生在各學校歡迎會之演説》。
梁啓超：《推理作用》，《國民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第 ５ 版。
梁啓超：《人生目的何在》、《將來觀念與現在主義》、《推理作用》、《自由意志》，《國民公報》
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１７、２４ 日，１２ 月 ８ 日，第 ５ 版。
梁啓超：《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時事新報》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５ 日，第 ３ 張第 ３ 版；《推理
作用》。
所推崇的“自由意志”於此間正大有可爲。
以“自由意志”闡釋孟子學説，可算是梁啓超的一大發明。與荀子言
“性惡”，故“尊他力”以“變化氣質”不同，梁將孟子的教育思想概括爲“發
揮本能”或“唤起人類之自覺心”：“孟子言性善，故尊自力。”而“持自力之
教者，必以凡人皆有自由意志爲前提。有自由意志，然後善惡唯我自擇，然
後善惡之責任始有所歸也”①。梁氏認爲，“自由意志”乃“是我們的神明裏
頭一個主人翁”，“不受外界的束縛，能彀自發自動”②。處於這一至高位置
上的“自由意志”，在梁啓超的人格修養論中便具有了本原性的意義。
而從“自由意志”追尋，可以發現，除了《孟子》，作爲“講壇”底本的其
實還有德國學者費希特（Ｊｏｈａｎｎ Ｇｏｔｔｌｉｅｂ Ｆｉｃｈｔｅ，１７６２—１８１４）的名作《人的
天職》（又譯爲《人的使命》），只是其隱藏很深，梁啓超本人也無一語提及。
但比照其 １９１５ 年發表的《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實與“講壇”所言多
有重合。如第一節“人生之疑問”與《人生目的何在》，第三節“對於社會之
天職”中關於“我”與“物”（“非我”）之辨析同《什麽是“我”》，“講壇”的論
述均明顯是承襲前文而來。甚至可以推測，如果“講壇”幸而完稿，則開篇
之《人生目的何在》引而不發的結語———“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
且不必説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③———或許最終也
會有一個費希特已然給出的明確答案。
當然，其中最重要的啓發來自費希特對“自由意志”的闡論。按照梁啓
超的概括，費希特認爲，人有理性與感覺兩面，“理性爲人類所獨有，感覺則
與其他生物同之”。“人類既以有理性爲其特徵，是宜勿以感覺之我滅理性
之我”，方爲“人類存在之價值”。因此，“人類對於自己第一之本分，莫要於
完其理性。理性如何而能完？則在修養其自由意志，使發動時不至與理性
矛盾”。由此可見，“自由意志”可善可惡，故需要修養；若承認“自由意志”
爲理性之主宰，則竟可謂爲修養的主體。在這裏，梁啓超將這位德國哲學
家的思想與孟子學説進行了嫁接，其解讀也具有了針對當下的意義：
標“自由意志”之義以爲教者，正所以使我躬超然於氣拘物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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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啓超：《讀〈孟子〉記（修養論之部）》，《時事新報》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８、５、４ 日，第 ３ 張第 ３ 版。
梁啓超：《自由意志》，《大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第 ３ 張第 １ 版。
梁啓超：《人生目的何在》，《國民公報》１９１８ 年 １１ 月 ３ 日，第 ５ 版。
外，而蕩蕩以返其真也。①
此“真”即是“真我”，乃費希特所謂“理性”，亦即孟子所謂“良心”或“良知”②。
至於這一套貌似迂闊的修養論如何在社會實踐中發生效應，從梁啓超對
費希特的贊語倒可以讓人窺見端倪。梁氏認爲，費希特乃是“研究一種新哲
學，以理想道德獎進國民者”。雖然其在哲學界，開創之功不及康德，集大成
之功不及黑格爾，“而其有大造于世道人心則過之”。費氏的特點是把高深的
學理付諸實踐：“菲斯的（費希特）之爲教也，理想雖極高尚，而一一皆歸於力
行。其言鞭辟近裏，一字一句，皆能鼓舞人之責任心，而增長其興會。”并且，
費希特生活的時代，恰逢拿破侖攻占柏林，普魯士危在旦夕，其時“所謂日耳
曼民族者”，“人人皆惟亡國是憂，惟爲奴是懼，志氣銷沉，汲汲顧影；而忽有唤
醒其噩夢，蹶起其沈疴，拔諸晦盲絶望之淵，而進諸緝熙光明之域者，則菲斯
的其人也”。其所著《告德意志國民》，“支配全德人心理者百年如一日”，故
其人對德國的迅速崛起有大功勞。梁於此反觀中國，指認其現在的情況尚好
過費希特時代的德國，迫切需要的是對費氏學説的譯述。梁啓超於是及時撮
述、闡發費氏“通俗講演爲一般人説法”之《人的天職》，以之爲“最適於今日
中國之良策”③。由此可知，梁撰“講壇”文章，也正含有同樣絶大的用心。
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論定“講壇”：懷抱著如同費希特一樣拯救世道人
心的宏大心願，梁啓超寫作了“講壇”系列文。他將目光集注於青年一輩的
人格修養，乃是期望從根本上重塑中國國民品格。這組文章以重新釋讀過
的《孟子》講義爲底本，同時隱伏了梁對費希特《人的使命》的理解。而選擇
以白話文代替講演，以及在京、津、滬三家報紙同時刊載的形式，則明示了
梁啓超對“講壇”産生廣泛深入影響的殷切期待。
三、“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講壇第一集》出版時，編者尚在預告：“現在先生已到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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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梁啓超：《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大中華》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１５ 年 ４ 月，本篇第 ８、９ 頁；第
１ 卷第 ５ 期，１９１５ 年 ５ 月，本篇第 ８ 頁。
見梁啓超：《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大中華》第 １ 卷第 ４ 期，本篇第 ８ 頁。
梁啓超：《菲斯的〈人生天職論〉述評》，《大中華》第 １ 卷第 ４ 期，本篇第 １—３ 頁。
陸，吸那戰後的新文明了。先生并允繼續寄稿，將來這第二集一定比第一
集還要好看。”①然而，此言并未兑現，不只因爲作爲底本的《讀〈孟子〉記
（修養論之部）》已先行刊出，原有的話題無法繼續；而且，確如《時事新報》
記者所説，置身歐洲的梁啓超已爲戰後“新文明”所吸引，亦無心戀舊。
何况，如果翻檢與梁啓超關係密切的報章，可以看到，其歐游期間在國
内發表的文字，大抵均與巴黎和會相關②。因梁此行雖以私人身份出訪，卻
受政府及民間組織委託，在和會場外協助中國代表，不斷爲爭取國家權益
發聲。也正是由於他的及時通報，學生愛國運動才於 ５ 月 ４ 日爆發③，梁啓
超以此成爲不在現場的在場者。
至於梁啓超在歐期間最具規模的寫作應屬《歐游心影録》。此篇既未
完稿，又係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５ 日抵滬前二日始在《時事新報》連載，卻是有意爲
其重返國内舞臺大造先聲。而原先作爲“第一篇”冠於卷首的“歐游中之一
般觀察及一般感想”，概述了梁游歷歐洲一年的諸般思考與心得，實爲解讀
其後來的言行提供了索引。
歸來的梁啓超已頗具新氣象。《梁啓超年譜長編》於 １９２０ 年有如下提
綱挈領的記述：
先生這次歸來後，對於國家問題和個人事業完全改變其舊日的方
針和態度，所以此後絶對放棄上層的政治活動，惟用全力從事於培植
國民實際基礎的教育事業，計是年所著手的事業有承辦中國公學，組
織共學社，發起講學社，整頓《改造雜志》，發起中比貿易公司，和國民
動議制憲運動等數事。④
實際上，還在去國前一夜，梁啓超和張東蓀等友人已有過通宵暢談，自言
“著實將從前迷夢的政治活動懺悔一番，相約以後決然捨棄，要從思想界盡
些微力。這一席話，要算我們朋輩中换了一個新生命了”⑤。而其所謂“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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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事新報〉記者誌》，《講壇第一集》，封二。
參見宋雪《還原現場：異域旅行與歐游心影録的寫作》之表 ５《梁啓超一行歐游期間著述目録》，
《漢語言文學研究》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第 ６５—６８ 頁。
參見筆者《來自巴黎的警報———“五四”期間的梁啓超》，《文史知識》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８９６ 頁。
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第 ７ 版。
夢的政治活動”并不意味著完全放棄政治作爲，乃是專指摒除了“始終想憑
藉一種固有的舊勢力來改良這國家”的“賢人政治”觀念。覺悟後的梁啓超
於是自覺選擇了在野“政論家”的身份①，將《歐游心影録》中倡言的“國民
運動”作爲嗣後努力推進的政治模式，這也是其發起國民動議制憲運動的
由來。
此時可以看得很清楚，“青年”已在梁啓超心目中位置超軼。《歐游心
影録》中關於“國民運動”一節完全是以梁與青年對話的口氣寫出，上述第
一篇中專門討論“中國人之自覺”的下篇，也不斷出現“我們青年”、“我們
可愛的青年啊”一類呼唤②———青年儼然成爲梁啓超預期的第一讀者。而
其歸國後舉辦的各項文化事業，著眼點也不離青年。４ 月成立的共學社雖
由同人組成，梁氏標舉的團體目標“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
治”③，卻是把青年人才的培養放在首位，從而確立了其在這一遞進結構中
的優先性。張元濟的表述因而堪稱精要，共學社本以“譯輯新書”爲“宣傳
新文化”的主要舉措，張故徑稱之爲“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此實爲今日至
要之舉”④。而講學社“欲將現代高尚精粹之學説隨時介紹于國中”，“擬遞
年延聘各國最著名之專門學者巡迴講演”⑤；《解放與改造》雜志更名爲《改
造》，宣言將“對於世界有力之學説，無論是否爲同人所信服，皆採無限制輸
入主義，待國人别擇”⑥；凡此，都與共學社的宗旨同條共貫。可見，在梁啓
超看來，用“新文化”陶鑄全國青年思想，“新人才”方能够培育出來。
而梁啓超及其同人的落脚點實爲“開拓新政治”。這在其當年的《“五
四紀念日”感言》中已有表露。儘管梁“以爲今後若願保持增長‘五四’之
價值，宜以文化運動爲主而以政治運動爲輔”，但其間很重要的原因是，“非
從文化方面樹一健全基礎”，“則無根蒂的政治運動，決然無效”。爲此，梁
主張：“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從事於文化運動，則將來之有效的政治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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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啓超講，蕭樹棠、葉德生筆記：《外交歟？内政歟？》，《晨報》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第 ６ 版。
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９—３０ 日，第 ７ 版。第一篇上篇題爲《大戰前後之
歐洲》。
梁啓超：《致伯强亮儕等諸兄書》（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９０９ 頁。
張元濟：《與任公同年兄書》（１９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梁啓超年譜長編》，第 ９０４ 頁。
梁啓超：《講學社簡章》，中華書局編輯部、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編：《南長街 ５４ 號梁氏
檔案》下册，第 ５２０ 頁。
梁啓超：《發刊詞》，《改造》第 ３ 卷第 １ 號，１９２０ 年 ９ 月，第 ７ 頁。原刊未署名。
動，自孕育於其中。”①在要求青年以文化爲第一位的同時，文化是政治的基
礎、政治運動是文化運動的一大目標之意也貫串其中。而就文化與政治相
輔相成的關係而言，政治黑暗，文化的發展亦受阻礙。故梁啓超爲當下“過
渡時代的政治運動”擬定的方策是：“爲排除文化運動、社會運動種種障礙
起見，以輔助的意味行政治運動。”“爲將來有效的政治運動作預備工夫起
見，以教育的意味行政治運動。”②由此可見，從中國目前情境出發，政治運
動在梁氏那裏乃是作爲文化運動的輔助，并應在教育中體現出來。
而連接政治、文化與教育三者的中介，正是梁啓超歐游歸來後大力倡
導的“國民運動”。所謂“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國民運動史”，這一
新發現也引導梁得出了“國民運動”乃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的結論，五
四運動也被判定爲“國民運動的標本”③。據此，１９２１ 年 １０—１２ 月間，梁啓
超在天津與北京發表了 ７ 次演講，除報紙刊載外，亦由其弟子楊維新彙編
爲《梁任公先生最新講演集》出版。議題雖涉及辛亥革命十周年紀念、“市
民與銀行”、“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辟謬”等内政外交時事④，卻均係圍繞
“國民運動”這一中心關懷展開。并且，所有各次講演無一例外，都以學界，
尤其是青年學生爲主要對象，比起前述護國戰爭後的南北演講，對聽衆的
選擇無疑已更集中、純粹。
從“國民運動”的立場考慮，有關國民品格修養的要點自然也需要有所
調整，其大體的趨嚮是由注重個體轉向注重群體。故論及“國民運動”在國
人政治生活中的意義，除了普及政治知識、認識且相信政治改進的可能性，
梁啓超也强調“使多數人養成協同動作之觀念及技能”⑤的重要性。這也成
爲其 １９２２ 年 ７ 月在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講演“教育與政治”一題時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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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五四紀念日”感言》，《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４ 日，“‘五四’紀念增刊”第 １ 版。
梁啓超：《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改造》第 ３ 卷第 １ 號，第 １４ 頁，１９２０ 年 ９ 月。
梁啓超講，蕭樹棠、葉德生筆記：《外交歟？内政歟？》，《晨報》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４、２５、２８ 日，第
３ 版。
梁啓超講，楊維新編：《梁任公先生最近講演集》，天津：協成印刷局，１９２２ 年 ２ 月。其中包括
《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１０ 月 １０ 日於天津學界全體慶祝會）、《無槍階級對有
槍階級》（１１ 月 １２ 日於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市民與銀行》（１１ 月 ２１ 日於天津南開大學）、
《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辟謬———重畫中國疆土説與國際共管説》（１１ 月 ２６ 日於天津青年會）、
《“知不可而爲”主義與“爲而不有”主義》（１２ 月 １１ 日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續論市民與銀
行》（１２ 月 １７ 日於北京朝陽大學經濟學會）、《外交歟？内政歟？》（１２ 月 １８ 日於北京高等師範
學校平民教育社）。後三篇講演的發表時間、地點及學會名稱，均據《晨報》作了校正。
梁啓超：《外交歟？内政歟？》，《晨報》１９２１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第 ３ 版。
觀照點。從“教育是教人學做人，學做現代人”的定義出發，梁啓超認爲，
“現代人”的一個重要標志便是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即成爲“國民”。由
此，養成青年的政治意識、政治習慣與判斷政治能力，或曰“學會政治生
活”，也被梁啓超視爲“今日所最需要的”。而“學政治生活，其實不外學團
體生活”，借鑒英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學院制的經驗，“從學校裏養成德謨
克拉西的團體生活習慣———尤其是政治習慣”，梁啓超於是特别推崇兩校
的“把人格教育放在第一位”，并認定“所謂人格，其實只是團體生活所必要
的人格”。學校正是培養此一人格的最佳場域，“從學校發展起來，自然便
會普及全社會了”①。梁啓超因此將青年的政治生活教育判定爲教育家的
職責，“國民運動”的基礎亦可藉以奠定。
除了 １９２１ 年那次帶有政治關切的集中演講，歐游歸來的梁啓超尚有大
規模的講學活動。以 １９２５ 年 ９ 月正式就任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門導師爲
界，此前重要的學術講演如下：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至次年 ３ 月，在清華學校講授
“國學小史”；１９２１ 年秋，在南開大學開講“中國文化史”；１９２２ 年春，在清華
學校授國史課；４ 月起，在南北各學校及教育團體作三十餘次講演，其間在
天津南開大學與南京東南大學暑期學校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１０ 月，
在東南大學講“中國政治思想史”；１９２３ 年 ７ 月，在南開大學講“中國近三
百年學術史”；同年秋，在清華學校開設“群書概要”與“中國近三百年學術
史”。１９２４ 年 ５ 月，在清華續講“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就中，１９２２ 年的
集中講演，遍歷北京、濟南、南京、上海、南通、長沙、武漢、天津、蘇州等地，
其中的 ２６ 篇講稿亦彙編成三輯《梁任公學術講演集》，由商務印書館及時
出版。值得注意的是，梁啓超作上述講演時，即便所授爲專題課，也并非以
聘任教授而是以兼課講師的身份出現。這其實關聯著梁氏的教育理念。
應該説，歐游後，梁啓超對此前巡迴講學的構想已有修正。作爲新思
考的結果，１９２１ 年 ３ 月，梁啓超在《改造》雜志發表了《自由講座制之教
育》，此文批評現代的學校教育乃是“‘水平綫式’的教育”以及“物的教
育”，要害是“以社會吞滅個性”、“陷於機械的而消失自動力”。針對此弊，
梁氏提出了“在高等教育方面”“創設‘自由講座’”的救治之方。其主要做
法是：“以極少數之同志，有專門學術，堪任教授者，組織講師團體”；“其講
座，或獨立，或附設於原有之學校皆可”；“學科不求備”，“但各科間須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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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啓超：《教育與政治》，《時事新報》１９２２ 年 ７ 月 １３、１４ 日，附張“學燈”第 １ 版。
當之聯絡”；“講授時間，不必太多。使學生於聽講以外，能得較多之自動的
修習”；修課期限約兩年；畢業不考試，只由講座講師授該科修了證書等。
梁啓超認爲：
此種組織，參採前代講學之遺意而變通之。使學校、教師、學生三
者之間，皆爲人的關係，而非物的關係。講師之于講座，自爲主體，而
非雇傭的。講師之于學生，實共學之友，不過以先輩之資格爲之指導。
學生所得於講師者，非在記憶其講義以資一度之考試；乃在受取講師
之研究精神及研究方法。質言之，其獲益最重要之點，則學者的人格
之感化也。①
這一理想的師生關係與教學效果，恰如此前一年張東蓀與蔣方震討論辦學
方法時所言，“實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②，即力圖以中國古
代書院講學者的人格魅力，彌補現代大學偏重知識教育的缺憾。
儘管梁啓超集合同志、團體講學的設想未能實現，但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擬定
的文化學院創辦計劃，正是以“自由講座制”教育的落實爲目標。文化學院
即爲“一講學機關”，“採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
發；智識方面，專重方法之指導”。承接《歐游心影録》對於西方“科學破
産”、精神危機的觀察，梁啓超“確信當現在全世界懷疑沉悶時代，我國人對
於人類宜有精神的貢獻”，此即梁氏指出的“儒家之人生哲學”、“先秦諸子
及宋明理學”、“佛教”、“我國文學美術”與“中國歷史”之“發明整理”的必
要性。而對青年的培養也與達成此目的相關：“啓超確信現行學校制度有
種種缺點，欲培養多數青年共成兹業，其講習指導之方法及機關之組織，皆
當特别。”據此可知，其創設文化學院的動因，本是爲了“培養將來熱心兹業
之青年”③。
文化學院雖因經費難籌，止步於計劃階段，但在此前後梁啓超於南北
各地的諸多講學，倒確是力求貫徹“自由講座”的方式與意圖。其講學内涵
大體是從兩個層面展開：一爲研究方法，一爲人格感化。二者分别指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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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自由講座制之教育》，《改造》第 ３ 卷第 ７ 號，１９２１ 年 ３ 月，第 ２２—２３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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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爲創設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晨報》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第 ７ 版。
識教育與精神教育。
就研究方法而言，乃是以取法西方爲主。《歐游心影録》對此已有明白
認知，故反覆宣示：“要發揮我們的文化，非借他們的文化做途徑不可。因
爲他們研究的方法，實在精密，所謂‘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梁啓超并以
之作爲完成“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四個步驟的關鍵一環：
所以我希望我們可愛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
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
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别人的來補助他，叫
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
外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①
此一推重，如果放在歐游以後梁啓超對輸入西方文化憬然反省的背景下，
實有深意。梁氏既指認“現在我們所謂新思想，在歐洲許多已成陳舊”；又
肯定西方文化不能照搬進中國，“歐洲所以致此者，乃因其社會上、政治上
固有基礎而自然發展以成者也。其固有基礎與中國不同，故中國不能效
法”，即使效法，亦不成功。因此，梁啓超主張：“我們要學的，是學那思想的
根本精神，不是學他派生的條件。因爲一落到條件，就没有不受時代支配
的。”②而要超越時代條件的限制，追求西方文化的根本一貫之道，在其眼
中，也只有精密的研究方法對中國最適宜。
於是，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講學社邀請英國哲學家羅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ｕｓｓｅｌｌ，３ｒｄ Ｅａｒｌ Ｒｕｓｓｅｌｌ，１８７２—１９７０）來華演講，梁啓超致歡迎辭
時，除了提請聽衆“最要注意的，是羅素先生的人格”，對羅素本人也“有一
個特别要求”。梁以吕洞賓點石成金的故事，請求羅素“把指頭給我們”，也
就是“把他自己研究學問的方法傳授給我們”。這樣，“我們用先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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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７ 版。該篇另一處亦言及，東西文化的調
和爲世界文明發展的趨勢，“我們青年將來要替全世界人類肩起這個大責任，目前預備工夫，自
然是從研究西洋思想入手。一則因爲他們的研究方法，確屬精密，我們應該採用他”（《晨報》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第 ７ 版）。
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２３、３０ 日，第 ７ 版；《梁任公在中國公學演説》，《時
事新報》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１４ 日，第 １ 張第 ２ 版。
研究下去，自然可以做到先生一樣的學問”①。可見，從學術著眼，梁啓超最
看重的是羅素的研究方法。而輪到梁氏自己講學，對方法的提示與强調也
成爲一個突出的新特點。在南開大學與東南大學講授的《中學以上作文教
學法》，“主意在根據科學方法研究文章構造之原則”；在清華爲文學社所作
的課外講演《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亦“專注重表現情感的方法”②
之歸類分析；由東南大學“中國政治思想史”講義修訂成書的《先秦政治思
想史》，更在“序論”中專設一章，交代“研究法及本書研究之範圍”。對研
究方法的執著關注，也使得點石成金的寓言不斷在梁啓超此期的講學中出
現。《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中是對教師的告誡：“教學生不能拿所點的金
給他（金子雖多終有盡日），非以指頭給他不可。善於教人者是教人以研究
的方法。”《東南大學課畢告别辭》則爲學生説法，表白其在此講學的最大期
望，“亦只叫諸君知道我自己做學問的方法”，“所以很盼諸君，要得著這個
點石成金的指頭，———做學（問）的方法———那麽，以後才可以自由探討，并
可以辨正師傳的是否”③。
而所謂“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在梁啓超的表述中，又可與“科學精
神”相置换。梁定義“科學精神”爲“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智識的方
法”，并特别看重其“可以教人的智識”一層意涵。他批評：“中國凡百學問，
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秘性，最足爲智識擴大之障礙。”而西
方與之相反，智識可以“傳與其人”，可以複驗，故可以積累增長：“所以别人
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够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
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
■。”④這才是梁氏心目中求學的最高境界。
回到梁啓超本人的講學，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爲東南大學史地學會所作
的講演《歷史統計學》堪稱典範。梁開宗明義即下一定義：“歷史統計學，是
用統計學的法則，拿數目字來整理史料推論史迹。”由此方能“看出全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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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學社歡迎羅素之盛會》，《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第 ３ 版。
梁啓超：《作文教學法》，《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七十，上海：中華書局，１９３６ 年，第 １ 頁；《中國韻
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改造》第 ４ 卷第 ６ 號，１９２２ 年 ２ 月，本篇第 ３ 頁。按：此時《改造》的出
版時間有延後。
梁啓超講，衛士生、束世澂筆記：《（梁任公先生講）中學以上作文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
１９２５ 年，第 ４４—４５ 頁；梁啓超講，李競芳、王覺新筆記：《東南大學課畢告别辭》，《時事新報》
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附張“學燈”第 １ 版。
梁啓超：《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時事新報》１９２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附張“學燈”第 １、２ 版。
會的活動變化”。此項研究最符合其倡導的“共學”精神。爲使青年學生受
益，梁於是把和幾位朋友“正在那裏陸續試驗”的方法迫不及待地廣而告
之。而作爲講演主要示範的例證，“歷史之人物地理分配表”，便是由丁文
江製作完成的。梁啓超也把自己常常在“腦子裏頭轉的，不下幾十個”統計
題目略加舉例①，廣開法門。可以想象，以這般最先進的研究方法指授學
生，一席話確可抵得十年書。
若就人格感化而言，則中國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説儼然成爲講
學的主導。針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思想界的悲觀與迷茫，梁啓超在
《歐游心影録》第一篇的結尾已寫下如此煽情的文字：
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
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産，哀哀欲絶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我們
在天的祖宗，三大聖（按：指孔子、老子和墨子）和許多前輩，眼巴巴盼
望你完成他的事實［業］，正在拿他的精神來加佑你哩。
因此，發揚中國固有文化、特别是儒、道、墨三家“心物調和”與“求理想與實
用一致”的傳統，會被梁啓超視爲“我們對於人類全體的幸福”該負的責
任②，因其確信，此一良藥足以救治西方現代的精神弊病。基於同樣的理
由，梁在創設文化學院的宣言第一條亦赫然揭櫫：“啓超確信我國儒家之人
生哲學，爲陶養人格至善之鵠，全世界無論何國無論何派之學説，未見其
比。在今日有發揮光大之必要。”③闡揚儒家人生哲學自然也成爲梁氏講學
必不可少的題中應有之義。
對源自西方的現代教育體制，梁啓超最大的不滿在於專重知識教育而
忽視精神教育，故講學中對此有意力加矯正。他批評胡適的《中國哲學史
大綱》卷上，即設立了兩個基本的觀察點，認爲胡“全從知識論方面下手；觀
察得異常精密”，而關於“人生觀方面，什有九很淺薄或謬■”④。梁本人因
此開設了與胡適對話、競爭的“國學小史”課，在吸收胡著基於知識論的考
察精粹之外，對先秦諸子的人生觀研究更爲著力，以此凸顯了人格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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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歷史統計學》，《時事新報》１９２２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附張“學燈”第 １、３ 版。
梁啓超：《歐游心影録》，《晨報》１９２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第 ７ 版。
梁啓超：《爲創設文化學院事求助於國中同志》。
梁啓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晨報副刊》，１９２２ 年 ３ 月 １３、１６ 日。
現實指向①。即便所開科目爲“中國政治思想史”，且明言“人生哲學，不在
本講義範圍中”；一旦作爲專著出版，梁氏也必要在《先秦政治思想史》的正
題外，加上“一名中國聖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②的副題，似乎政治哲學
的重要性還在人生觀之下，則後者在梁啓超那裏帶有終極關懷的意義也得
到明確。
從儒家思想的本位出發，梁啓超將教育的目標概括爲“學做人”，因而
對源自西方的德、智、體三分并不滿意，以爲“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
狹隘”。儒家哲學於是被賦予補偏救弊的功效，梁也力主以孔子所説“知者
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取而代之，并分别命名爲“知
育”、“情育”、“意育”。其説爲：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
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麽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
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
按照“三達德”的要求，“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憂，意育要教
到人不懼”。梁啓超肯定：“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
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其中的“知育”雖然似乎與現代
西方教育所謂“智育”接近，在梁啓超那裏仍不等同，所獲得的不只是純粹
的“常識和學識”，更是與人生相關的“總體的智慧”③。故此知、情、意三
育，實以道德教育爲核心，且均與人生相關。
以此標準衡量，梁啓超認定，“歐人對主智，特别注重；而於主情，主意，
亦未能十分貼近人生”，因而世界文化正需要中國先哲的人生哲學救濟④。
其在講學中也極力傳導給青年學生自己體悟的“救濟精神饑荒的方法”，并
語重心長地告誡青年，“先立定美滿的人生觀，然後應用之以處世”。甚至
自白：“我在此講學，并非對於諸君有知識上的貢獻；有呢，就在（人生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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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２ 版。
一點。”①可以認定，梁氏此一時期講學中關於人生觀的論述，不僅是針對西
方文化的缺失，也力求有利於聽衆即青年學生們的人格修養。無論效果如
何，起碼梁對此已有足够强調。
梁啓超在東南大學最後所作的三次演講均含有曲終奏雅、畫龍點睛之
意。其要義可以其中兩次的講題概括，即“爲學與做人”與“治國學的兩條
大路”，後者所謂“兩條大路”分指“文獻的學問”與“德性的學問”，這確是
梁氏此期講學關注的兩大中心。我們也可借用其自我總結，概括梁啓超歐
游歸來後的講演活動。
梁啓超這些以“自由講座”方式展開的、主要面嚮青年學生的講演，雖
然有從政治文化嚮學術文化移轉的總體趨勢，但“爲學”與“做人”兩大主綫
并行的意識可謂越來越明確。立足於對西方文化反省的新立場，就“爲學”
即“文獻的學問”而言，梁啓超主張借道西方，“用客觀的科學方法”進行研
究。因爲中國固有文化是“世界第一個豐富礦穴”，“從前僅用土法開採，採
不出什麽來；現在我們懂得西法了，從外國運來許多開礦機器了”，“自然會
將這學術界無盡藏的富源開發出來”。而“做人”即“德性的學問”更得到
梁氏的一貫重視，與前一條道路相比，梁以之爲“國學裏最重要的一部分”，
“必走通了這一條路，乃能走上那一條路”，故爲安身立命的根本之道。其
以“東方的學問”、特别是儒家哲學爲極致，乃是由於儒家“純以人生爲出發
點”。因此，研究“德性的學問”重點不在知識積累，而在道德實踐，即“應該
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對待。不但研究者從中“可以終身受用不盡；并可
以救他們西人物質生活之疲敝”②。這才算是完成了中國文化對於世界應
有的貢獻。
而這些散落各地的講演，由於講義的及時刊佈，確可産生鑄造全國青
年思想的廣泛影響力。并且，梁啓超日後的清華講學，實爲此一路徑的延
續與推展。即使進入到體制内，梁仍念念不忘講求“做人的方法”與“做學
問的方法”，“想把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他體
現出來”，也即是説，“科學（方法）不但應用于求智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人格
修養的工具”。如此將“道德的修養，與智識的推求，兩者打成一片”，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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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啓超：《治國學的兩條大路》，《時事新報》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附張“學燈”第 １、２ 版；《東南大
學課畢告别辭》，《時事新报》１９２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附張“學燈”第 ２ 版。
力圖以“自由講座”的理想彌補學院教育的偏失。儘管梁啓超最終自認嘗
試結果未能如當初所預期①，但對後來者實有深遠啓迪。
上述對於梁啓超歸國後教育思路變遷的考察，雖然分爲 １９１２—１９１７
年、１９１８ 年以及 １９２０ 年之後三個時段論説，但其間實有一些通貫的綫索值
得關注。隨著 １９１６ 年底《大中華》雜志的停刊，梁啓超的文化身份從報人
向學者轉换。與之相對應，以護國戰争結束後的南北演講爲發端，梁氏的
興趣也開始呈現出從社會教育向學校教育的移動。以青年學生爲施教對
象的講學，因“帶有研究討論之性質”，故區别於以政治常識啓蒙爲主的社
會教育，而具有了不同的路數。１９１７ 年提出的“人格修養”與“學問研究
法”的講演主題構想，經歷 １９１８ 年家庭講學的實踐與“講壇”系列文的發
表，已初具眉目。不過，歐游的經驗與體悟在梁啓超講學路徑的調整上仍
然具有決定性意義。不但是承接兩大課目而來的“德性的學問”與“文獻的
學問”得以在大學課堂中齊頭並進地展開宣講，更重要的是，經由對一戰後
西方精神危機的切近體察，梁氏重新確立了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
並由此開啓了輸入與輸出同時進行的文化策略。其個人的講學與著述，重
心尤在採用西方科學方法，整理與研究傳統文化。而經過如此提煉與重新
闡釋的中國文化，已屬梁啓超所謂“叫人類全體都得著他好處”的“新文化
系統”，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也理所當然地成爲“培養新人才”的“新文
化”之有機部分。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３０ 日完稿於臺北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９５·“鑄造全國青年之思想”　
① 周傳儒、吳其昌筆記：《梁先生北海談話記》，吳其昌編：《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録》，１９２７ 年，第
７、２—３ 頁。
